
 

 

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

罗长远1，李    铮2

（1.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433；2.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为了理解国际贸易认同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文章使用 2002—2017 年中国出口贸易

数据，以市场经济地位为例，检验了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

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国对其出口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

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可以减少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以及中国面临的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减轻反倾销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也

可以改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强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出口的积极作用。影响途径的

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地位可以同时沿着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促进中国出口增长，主要通过提高数量

和提升价格促进出口增长，但对出口质量影响不显著。影响效果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

出口的促进作用对于同质品和反倾销密集的产品更明显，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此

外，市场经济地位同时降低了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有助于双方形成良好的经贸关系。文章的

发现为理解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争取国际认同提供了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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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化，中国一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边坚持国内改革，努力对标

国际标准，争取国际认同。加入WTO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国内制度改革，并积极争取国际对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以减少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的壁垒和障碍。近年来，贸易保护主

义不断抬头，中国逆势迈出了开放的新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及时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

的成果，并注重国际对话和国际认同。市场经济地位受到承认是国际认同的一个典型案例，很

有必要跟踪和研究其所带来的贸易效应。①那么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究竟有何影响

呢？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还比较有限，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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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我们参考 Bailey等（2017），用各国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理想点距离作为国际认同的代理变量，发现市场经济地位与理想点距

离呈负相关，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体现了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国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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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贸易中主要用于对倾销的认定。①加入WTO之初，中国并没有被国际

认可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

性”条款规定，中国出口企业在面临WTO成员国的反倾销调查时，如果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

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

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②即可以使用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

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计算相关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按照

WTO 的《反倾销协定》，这一替代国应由进口国来选定。③通常情况下，当进口国对来自非市场

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指控时，为了证实倾销的存在，必然会选择一个生产成本高的

“替代国”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因此，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贸易施加了制度性的约束和

歧视（赵瑾，2004），常常导致进口国对中国出口企业滥用反倾销，使中国成为国际反倾销最主要

的被调查对象（王世春和叶全良，2005）。根据已有数据，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即使全球

反倾销总数有下降趋势，但全球对华反倾销数量依旧有所增加，导致对华反倾销占比持续提升，

一度突破 40%。2010 年以后，对华反倾销占比有所下降，但依旧维持在 30% 左右，远大于中国

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说明加入WTO后中国的确成为国际反倾销最主要的被调查对象。④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15条同时补充说明，对中国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进

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这一规定在中国加入 WTO15 年后终止。2002—2016 年这 15 年的转型期

中，WTO成员可以认可或者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旦成员国在国内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那么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就不能再使用“替代国”方法。鉴于“非市场经

济地位”带来的约束和歧视，中国政府曾在一段时期内积极寻求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的认可。2004年 4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有国

家或地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于目前并没有统一公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名

单，我们根据商务部的公开信息进行手动整理，得到了目前所公布的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

国家以及承认年份，2004—2010年共有 73个贸易伙伴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分布在亚非拉以及东欧。⑤

按加入 WTO 协议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应截至 2016 年 12 月。但到目前为止，欧

盟、美国、日本等国家仍不承认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 12月 12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

织 15年届满的第二天便向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起磋商请求，从而形成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DS515
（美国）和 DS516（欧盟）价格比较方法案，诉求美国和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按照原先

约定不再使用“替代国”方法。2017年 3月，中方向世贸组织申请成立专家组审理 DS516案件。

2020年 6月，中国诉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端解决案件已由中方主动申请终止。可

见，谋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依旧道阻且长。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WTO等多

边机构陷入困境，中国正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背景下，捋清市场经济地位对于

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和重要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24 年第 10 期

 ① 倾销一般是指在进口国销售的产品价格低于该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的价格，在认定倾销时需要采取一系列复杂的分析步骤，以确定出

口国市场上的适当价格（称为“正常价值”）和进口国市场上的适当价格（称为“出口价格”），以便能够进行适当的比较。

 ② 具体参考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标准中文版全文）》，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uixindt/201612/20161202103711.

shtml。

 ③ 具体参考WTO: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anti-dumping，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info_e.htm#dumping。

 ④ 有关全球反倾销的情况来自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⑤ 虽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多数为发展中经济体，但是根据 CEPII的统计，2002—2017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的出口占中

国整体出口的 26.69%，超过四分之一，并且占中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 68.47%，超过三分之二。因此，本文以市场经济地位为例研究国

际认同的贸易效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限于篇幅，此处省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名单，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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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这部分结合已有研究，对市场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中国出口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

相应的研究假说。本文的研究主要与以下四支文献相关。

第一支文献与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有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大致有两种：一是采用某

一文化或历史事件来体现国际认同的内涵，以此分析国际认同对经贸的影响。如 Che 等（2015）

利用日军侵华造成的损害程度来刻画中国各地区对日本的心理认同感，以讨论历史冲突对当今

中日贸易的影响；施炳展（2016）以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热播为例，分析了国际文化认同

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二是通过构造相关指标，从而刻画国际认同对贸易的影响。比如，

Disdier 和 Mayer（2007）利用欧盟 15 个成员国中支持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人口比例作为成员

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国际认同，发现国际认同促进了中东欧国家对相关欧盟成员国的出口；

Guiso 等（2009）使用欧洲国家之间双边信任的数据刻画国际认同，发现较低的双边信任会导致

两国之间的贸易减少；Felbermayr和 Toubal（2010）利用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一

个受欢迎的泛欧洲电视节目）的双边得分数据衡量国家间的国际认同，发现国际认同对双边贸

易流量产生了积极影响；Melitz和 Toubal（2014）研究表明，共同语言可以增加文化认同，降低国

际贸易的信息成本、交流成本和翻译成本等，促进国际贸易发展；Hellmanzik 和 Schmitz（2015）利

用国家间双边网页访问和网址链接数来衡量国家间文化认同程度，并以此解释国家间文化服务

贸易规模；Chang 等（2022）基于国家形象的调查数据发现，一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对其贸易有积

极作用。此外，移民网络是国际认同的重要载体，大量研究发现，移民网络可以促进国际贸易

（Rauch和 Trindade，2002；Combes等，2005；Burchardi等，2019；Choi等，2024）。市场经济地位是

国际认同的重要体现，目前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非市场经济

地位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贸易壁垒（赵瑾，2004），加入WTO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所面

临的歧视性条件，不仅阻碍了中国对外经贸的健康发展，还违反了 WTO 的非歧视原则。比如，

Sandkamp（2020）研究欧盟对外反倾销对贸易伙伴出口的影响发现，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的出口

国，尤其是中国，出口贸易量下降更多。基于此，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地位或许能与其他的国际

认同一致,通过降低相关的贸易摩擦和壁垒，从而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支文献与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有关。Bown和 Crowley（2007）将反倾销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归纳为贸易破坏效应、贸易偏转效应、贸易转移效应以及贸易抑制效应四种。前两种效应刻画

了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首先，研究表明，对华反倾销存在贸易

破坏效应，即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显著抑制了中国对其出口。Lu等（2013）发现，反

倾销调查使中国在 HS6位码产品层面的出口量大幅下降；Chandra（2017）也发现，中国对征收反

倾销税国家的出口下降了大约 35%。与此不同，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地位可以通过降低反倾销壁

垒而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这是因为，若一国被认定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进口国就可以使用“替

代国”方法判定产品的正常价值。为了证实倾销的存在，申诉国必然会选择一个生产成本高的

替代国同类产品进行比较，①所以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国经常遭受歧视性的反倾销裁决

（Bown，2007；鲍晓华，2011；Sandkamp 和 Yalcin，2021）。而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

不能再采用“替代国”标准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从而降低了对华反倾销的胜诉率，抑制了贸

易伙伴滥用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手段的动机。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可以减少贸易伙伴对中国采

罗长远、李    铮：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

 ① Kim和 Ahn（2019）发现，美国在对华反倾销中往往使用人均收入低于中国的国家作为“替代国”，从而高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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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反倾销措施的概率和程度（Urdinez 和 Masiero，2015；方菲菲和龙小宁，2022），降低中国企业

进入相关出口市场的壁垒和门槛，从而增加中国对其的出口（Melitz，2003）。其次，研究表明，对

华反倾销存在贸易偏转效应，即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会提高中国向其他非申诉国家或地区的出

口。Chandra（2016）发现，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反倾销壁垒会导致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

Felbermayr和 Sandkamp（2020）发现，反倾销税导致中国企业进入第三国市场。与此不同，我们认

为，市场经济地位能通过降低反倾销壁垒而具有贸易吸引效应。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中国与贸

易伙伴建立起更加紧密和平等的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遭遇歧视性反倾销的可能性更

低。因此，当中国企业面临来自他国的反倾销制裁后，除了转内销，还可能将出口转移到贸易壁

垒低且政策环境稳定的目的地，也就是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最后，市场经济地位还

可以减轻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后，即使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也只能按WTO规定的方法进行，而不能再采用“替代国”

标准，这会降低歧视性反倾销的可能性和反倾销税率（Bown，2007；鲍晓华，2011；Sandkamp 和

Yalcin，2021）。因此，相比其他国家，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即使再对中国发起反

倾销调查或者实施反倾销，其对中国出口的伤害程度也会有所降低。

第三支文献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有关。Handley（2014）率先基于异质性企业

模型框架，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变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降低会提高企业的预期未来收益，鼓励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从而促进一国的出口贸易

（Feng等，2017）。Pierce和 Schott（2016）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

正常贸易关系（PNTR），降低了中美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Handley 和 Limao（2017）的研究表明，中国加入 WTO 降低了中美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这

种不确定性的下降解释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 22%。此外，研究表明，加入贸易协定可以有

效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Handley和 Limao（2015）发现，一个国家加入贸易协定，即使其实际

关税不发生变化，也可通过消除关税上浮的可能性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国际

贸易发展。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针对 TPP和 RCEP的研究发现，中国与这两组国家之间的贸

易协议降低了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吕建兴等（2021）的研

究表明，FTA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强化双边经贸关系，显著缓解伙伴国对华发起

的贸易摩擦。我们认为，与贸易协定相似，市场经济地位也可以降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中国与贸易伙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经贸关

系，为维护这种关系，双方面临贸易争端时会尽可能采用更友好的解决方法，而非诉诸反倾销仲

裁等手段。因此，市场经济地位不仅可以降低对华反倾销带来的贸易壁垒和摩擦，还会降低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为中国出口企业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的预期收益，从而鼓励企业进

入相关出口市场，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此外，市场经济地位还可以缓解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

出口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国际认同，市场经济地位有助于增加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信任和

好感，为双边贸易提供“压舱石”。因此，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可能会更偏好与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进行合作，以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第四支文献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的互动关系有关。一方面，国际贸易有助于维持良好的

国际关系。经贸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压舱石”，贸易双方建立的依赖关系会提高冲突和战争的机

会成本，从而减少双方的政治冲突动机，促进更加友好和稳定的政治关系（Martin 等，2008）。

Lu等（2021）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可以促进商业交流，增加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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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收益，促使参与国避免政治紧张局势，以维系友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避免危及经济交

流。与之相同，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其与中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关

系。经济合作除了给贸易双方带来直接利益外，还会提高双方对未来经济收益的期望，增加商

业交流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增加双方通过谈判和外交解决冲突的

动机（Vicard，2012；Hadjiyiannis等，2016）。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可以促使中国与贸易伙伴建立并

维护更强的政治合作和更加友好的双边关系。并且，非市场经济地位还带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

歧视，是竞争对手借以打压中国的手段（宿景祥，2004；谢建国，2006；Bown，2007；王孝松和谢申

祥，2013）。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放弃对中国的歧视，向中国发送认同和信任

的信号，表明会通过更加友好的方式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从而增加中国与之建立良好政治

关系和友好外交的意愿。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双边关

系就好比一面“旗帜”，贸易将紧随其后（Pollins，1989）。双边政治关系恶化和国际冲突会对双

边贸易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Fuchs和 Klann，2013），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会对经济交流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Berger等，2013）。特别地，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外交对双边贸易具

有显著影响（Pollins，1989）。Nitsch（2007）以 1948—2003年间法德美三国国家元首的访问活动为

样本研究发现，官方访问对出口有积极影响。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发现，良好的双边关系和

领导人访问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可以通过改善双边政治关系而

加强国家间的沟通，增进理解和互信，有效降低国际经济交流成本；还可以降低政治风险和经济

安全风险，抑制贸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国家声誉，从制度上为经贸合作提

供保障，为双边贸易往来建立起激励、促进和保护机制，从而促进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此

外，市场经济地位还可以增强双边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积极作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往往具

有互补性（Martin 等，2012），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协同作用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多重和强化的

激励（Mansfield和 Bronson，1997），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其与中国建立起了更

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如果该贸易伙伴同时与中国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则会形成“政经俱热”的

状态，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其出口。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1：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可以促进中国对其的出口。

假说 2：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可以降低对华反倾销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轻反倾销和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可以改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

双边政治关系，强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出口的积极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目前对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研究更多是停留

在理论讨论和法理辩论的层面，缺乏严格的实证研究。根据笔者对文献的把握，仅有 Urdinez和

Masiero（2015）以及方菲菲和龙小宁（2022）的研究实证检验了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遭受反倾销

的影响。本文以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

出口贸易的影响，对现有文献做出了补充。其次，已有研究大多基于观念、文化和民族身份等角

度考察国际认同对贸易的影响，而市场经济地位是经济层面的国际认同，研究其对贸易的影响

可以为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提供全新的视角。且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关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经济

效应，考虑反倾销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较少关注反倾销壁垒下降的影响。本文将市场经济地位

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归纳为反倾销壁垒下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以及双边政治关系

改善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做了一定的补充。最后，本文在拓展性分析中考察了市场经济地位

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途径和效果，这为理解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效应提供了全面和丰富的视角。

罗长远、李    铮：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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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策略。本文将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以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作为处理组，其余未明文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作为对照组，采用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应国家—年份层面出口和国家—产品—年份层面出口的

DID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lnexportit = α+βmesit +γ
’Xit +λt +λi+εit （1）

lnexportiht = α+βmesit +γ
’Xit +λt +λi+λh+λHt +εiht （2）

lnexportit lnexportiht

mesit

Xit

λt、λi、λh

λHt εit εiht

其中，下标 i、h、t 分别表示出口目的国、HS6位码产品以及年份。 和 分别是中

国在国家—年份层面的出口金额取对数和国家—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金额取对数。 是核心

解释变量，如果 i 国在 t 年及之前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则取 1，否则取 0。 是一系列国家—

年份层面的控制变量。 分别是年份、出口目的国以及 HS6位码产品的固定效应，以控

制不随年份、国家、产品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式（2）进一步加入主行业（HS2位码）与年份交

互的固定效应 ，以控制某些同时随主行业和年份变化的因素。 和 是随机误差项。

mes

lnpop lngdpp

lndist rta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情况如下：首先，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 WTO 之后，非市场经济地位成

为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而按照加入 WTO 协定的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应截

至 2016年 12月，所以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为 2002—2017年。其次，由于商务部未正式披露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名单和具体的年份，本文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开信息和已有研究整理出

了 73 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应的承认年份，并根据该信息设定核心解

释变量 。此外，中国出口贸易数据来自 CEPII的 BACI。参考标准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在回

归中加入贸易伙伴人口规模的对数值 和人均 GDP的对数值 ，以控制贸易伙伴的市

场规模和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数据来自WDI。同时加入了中国与贸易伙伴最大城

市之间地理距离的对数值 以及中国与贸易伙伴是否签署 RTA 的虚拟变量 ，①数据分别

来自 CEPII的 GeoDist和WTO。

mes

（二）基准估计。表 1 报告了基准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3）只控制固定效应，列（2）和
列（4）在此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可以看到，不管是国家—年份层面的出口还是国家—产品—年
份层面的出口，核心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以列（2）和列（4）为代表性结果，相比

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国对其出口金额在国家层面平均增

长了 20.64%，在产品层面平均增长了 17.51%。②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1，贸易伙伴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可以促进中国对其出口。

（三）稳健性分析。③本文对基准结果进行以下稳健性分析：（1）平行趋势检验；（2）安慰剂检

验；（3）加入更多控制变量；（4）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以及 PSM-DID来解决内

生性问题；（5）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包括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预期效

应；（6）将样本区间拓展为 2002—2021年；（7）考虑零贸易流；（8）使用多时点 DID的其他估计方

  2024 年第 10 期

 ① WTO认定了四种 RTA，分别是部分范围协定（Partial Scope Agreements）、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和经济整合协定（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s）。

 ② 根据样本均值测算可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中国对相关贸易伙伴的出口金额在国家层面平均增长 18.56亿美元，在国家—产

品层面平均增长 65.95万美元。由于样本期内中国对每个贸易伙伴平均出口 2 356种 HS6位码产品，加总的国家—产品层面的出口金额平均

增长 15.54亿美元，略低于国家层面出口金额的增长。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地位不仅提高了每种产品的出口金额（集约边际），还可能增加了出

口产品的种类（扩展边际）。关于出口二元边际的讨论见后文。

 ③ 限于篇幅，有关稳健性分析的细节和结果请见《财经研究》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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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

法，包括 did2s、csdid、did_multiplegt、did_imputation和 eventstudyinteract；（9）通过双边缩尾处理异

常值；（10）剔除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样本；（11）加入更多固定效应。经上述处理后， 的估计

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可以促进中国的出口。
  

表 1    基准估计结果

国家−年份层面 国家−产品−年份层面

（1） （2） （3） （4）

mes 0.1062**（0.0507） 0.2064***（0.0472） 0.1547**（0.0667） 0.1751***（0.060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主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R2Adj  0.9661 0.9728 0.5515 0.5551

观测值 2 840 2 664 6 650 415 6 475 067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p<0.15，* p<0.1，** p<0.05，*** p<0.01；下表统同。
 

四、机制分析

init

imple lninitnum

lnimplenum

init imple

lninitnum lnimplenum

mes

（一）市场经济地位与对华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可以降低贸易伙伴对华的反倾销（Urdinez
和Masiero，2015；方菲菲和龙小宁，2022）。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不能再采用“替

代国”标准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从而降低了对华反倾销的胜诉率，抑制了贸易伙伴滥用反倾

销作为贸易保护手段的动机。为了对此进行考察，我们利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得到世界各国对

华反倾销的情况。①反倾销诉讼从发起到结案需要一定的调查和仲裁时间，部分案例会被最终

裁决认定为不构成反倾销，从而无措施结案，所以真正实施反倾销的数量往往低于发起反倾销

调查的数量。虽然只有实施反倾销才会给被诉国带来切实的贸易壁垒，但是反倾销具有调查效

应（Egger和 Nelson，2011），即使是无措施结案的反倾销指控仍然可能对被诉国的出口贸易产生

负向影响。因此，我们同时关注了市场经济地位对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的影响。具体

考虑了四个变量：当年是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虚拟变量 ，当年是否对华实施反倾销的虚

拟变量 ，当年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加 1 取对数 ，以及当年对华实施反

倾销的案件数量加 1取对数 。为了考察市场经济地位是否影响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

的概率，我们分别将 和 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式（1），使用 Probit方法进行估计。同时，为

了考察市场经济地位是否影响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的数量，分别将 和 作为

被解释变量引入式（1），并使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表 2 列（1）—列（4）显示， 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其他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

实施反倾销的概率以及数量均有所降低。因此，无论是发起反倾销调查还是实施反倾销，无论

是在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上，市场经济地位都有助于降低贸易伙伴对华的反倾销。

此外，市场经济地位还可能减轻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后，不能再采用“替代国”标准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降低了歧视性反倾销的可能性以

及反倾销税率，因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伤害可能小

罗长远、李    铮：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

 ① 全球反倾销数据库记录了每个国家每起对外反倾销案例的申诉对象国以及案件从发起到最终仲裁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通过每个国

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日期确定发起反倾销的年份，通过每个国家实施最终反倾销的日期确定实施反倾销的年份。反倾销案件如果无措施结

案，就没有实施最终反倾销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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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 imple mes于其他国家。为了检验这一点，在式（2）中分别引入 和 的滞后一期以及二者与 的交

互项，①估计结果见表 2的列（5）—列（6）。可以看到，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其

他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负

向影响更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可以减轻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伤害。
 
 

表 2    机制分析：市场经济地位与对华反倾销

（1） （2） （3） （4） （5） （6）

init imple lninitnum lnimplenum lnexport lnexport

mes
−1.7419***

（0.3581）
−1.5480***

（0.3759）
−0.3135***

（0.0566）
−0.3639***

（0.0523）
0.0995*

（0.0592）
0.1149**

（0.0578）

mes×L.mec
0.2450***

（0.0800）
0.2084***

（0.0796）

L.mec
−0.1684**

（0.0696）
−0.1430**

（0.0725）
R2Adj/Pseudo  0.5122 0.4874 0.8286 0.7779 0.5583 0.5583

观测值 575 575 2 683 2 683 6 193 893 6 193 893

L.mec L.init L.imple　　注：列（5）、列（6）的 分别为 、 。所有回归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T PU

（二）市场经济地位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地位也可以降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中国与贸易伙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和长期合作

关系，为了维护这种关系，双方面临贸易争端时会尽可能采用更加友好的解决方法，而非诉诸反

倾销仲裁等手段。因此，市场经济地位不仅可以降低对华反倾销带来的贸易壁垒和摩擦，还会

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对此进行考察，参考已有研究（Pierce 和 Schott，2016；Handley 和

Limao，2017；Feng等，2017；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我们使用关税差分来度量国家—产品—年份

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计算公式如下：

T PU =
{
τB−τMFN，贸易伙伴为WTO成员国
max(τMFN −τP,0)，贸易伙伴与中国签订了RTA

τB τMFN τP

T PU mes

其中， 是WTO约束关税， 是贸易伙伴的最惠国关税， 是贸易伙伴针对中国的优惠关税。

将 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式（2），估计结果见表 3 列（1）和列（2），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负，表明相比于其他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有所降低，说明市场经济地位有助于降低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表 3    机制分析：市场经济地位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1） （2） （3） （4）

T PU T PU lnexport lnexport

mes −1.5571**（0.7418） −1.5842**（0.7639） 0.1208*（0.0706） 0.1003†（0.0661）

mes×L.T PU 0.1297*（0.0867） 0.1536**（0.0723）

L.T PU −0.1392**（0.0565） −0.1174**（0.0518）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Adj  0.8019 0.8158 0.5700 0.5695

观测值 5 578 271 5 406 066 5 578 271 5 406 066
 

  2024 年第 10 期

mes
 ① 采用机制变量的滞后一期是为了缓解 与机制变量的内生性，后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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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U

mes

此外，作为一种国际认同，市场经济地位有助于增加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信任和好感，

为双边贸易提供“压舱石”。因此，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可能会更偏好与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进行合作，以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可以缓

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为检验这一点，我们在式（2）中引入 滞后一

期及其与 的交互项，结果见表 3 的列（3）和列（4）。可以看到，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

说明相比于其他国家，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

口的负向影响更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可以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

visit_F visit_C

visit lnvisitnumF

lnvisitnumC

lnvisitnum visit visit_F

visit_C

lnvisitnum lnvisitnumF lnvisitnumC

mes

（三）市场经济地位与双边政治关系。市场经济地位可以改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双边政治

关系。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中国与贸易伙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和长期合作关

系，能促使双方建立并维护更强的政治合作和更加友好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贸易伙伴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放弃对中国的歧视，向中国发出认同和信任的信号，增加了中国与之

建立良好政治关系和友好外交的意愿。外交是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Pollins，1989），参考闫

雪凌和林建浩（2019）的研究，我们采用高层领导人访问衡量双边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中国外交

年鉴》。①为了检验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与贸易伙伴高层访问概率和数量的影响，考虑了六个变

量：国外高层领导人是否来访的虚拟变量 ，中国高层领导人是否出访的虚拟变量 ，

双方高层是否来访或出访的虚拟变量 ，国外高层领导人来访次数加 1取对数 ，中

国高层领导人出访次数加 1 取对数 ，双方高层来访或出访次数加 1 取对数

。为了考察市场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双边高层互访的概率，将 、 以及

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式（1），并使用 Probit 方法进行估计；同时，为了考察市场经济地位

是否会影响双边高层互访的频次，将 、 以及 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

式（1），并使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4 列（1）—列（6）。可以发现， 的估计系数均显

著为正，说明相比于其他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与中国双边高层互访的

概率和次数都有所增加。因此，市场经济地位有助于改善双边政治关系。
 
 

表 4    机制分析：市场经济地位与双边政治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visit visit_F visit_C lnvisitnum lnvisitnumF lnvisitnumC lnexport lnexport lnexport

mes
0.4130***

（0.1502）
0.3555**

（0.1451）
0.2187†
（0.1499）

0.1113***

（0.0395）
0.0851**

（0.0347）
0.0636*

（0.0336）
0.1044*

（0.0576）
0.1216**

（0.0559）
0.1336**

（0.0581）

mes×L.mec
0.0642**

（0.0260）
0.0578***

（0.0220）
0.0303
（0.0235）

L.mec
0.0163
（0.0124）

0.0021
（0.0122）

0.0159
（0.0125）

R2Adj/Pseudo  0.2205 0.2224 0.2551 0.5753 0.4089 0.4459 0.5582 0.5582 0.5582

观测值 2 094 2 365 2 286 2 683 2 683 2 683 6 193 893 6 193 893 6 193 893

L.mec L.visit L.visit_F L.visit_C　　注：列（7）、列（8）、列（9）的 分别为 、 、 。所有回归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表5同。
 

visit

此外，市场经济地位还会进一步强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积极作用。因为经贸关系和

政治关系的协同作用能为双边贸易提供多重和强化的激励（Mansfield和 Bronson，1997），如果贸

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又与中国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则会形成“政经俱热”的状

态，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其出口。为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将式（2）中分别引入 、

罗长远、李    铮：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

 ① 本文将高层领导人定义为一国的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中国的国家元首是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是国务院总理，外国则根据不同政体

分别有总统、总理、总督、书记、主席、首相、国王、女王、天皇及大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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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_F visit_C mes和 的滞后一期以及三者与 的交互项，估计结果见表 4 列（7）—列（9）。可以看

到，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基本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经济地位更能促进中国对双边政治关系良好

的贸易伙伴的出口。因此，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可以强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

五、拓展性分析

exmg1

inmg1

inmg2

exmg2 mes

（一）影响途径分析。首先是二元边际分析。一是扩展边际，即市场经济地位促进了中国与

相关贸易伙伴建立新的贸易联系；二是集约边际，即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与相关贸

易伙伴原有的贸易联系。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考察两个层面的二元边际。在国家—年份层

面，把中国每年对各个贸易伙伴出口的 HS6位码产品数量（加 1取对数）作为中国对各国出口的

扩展边际（ ），把中国每年对各个贸易伙伴出口产品的平均金额（加 1取对数）作为中国对

各国出口的集约边际（ ）。在国家—产品—年份层面，以 2002年为基期，把基期就有而且后

续年份继续出现的贸易作为集约边际（ ），把基期没有但后续年份新出现的贸易作为扩展

边际（ ）。估计结果见表 5 的列（1）—列（4），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市场经济地

位促使中国对相关贸易伙伴的出口同时沿着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长。
  

表 5    影响途径分析

二元边际分析 出口数量 单位价值 出口价格 出口质量

（1） （2） （3） （4） （5） （6） （7） （8）

inmg1 exmg1 inmg2 exmg2 lnquantity lnunitvalue lnpricead j lnquality

mes
0.2462***

（0.0377）
0.0333**

（0.0173）
0.1625***

（0.0598）
0.3210***

（0.1023）
0.1256**

（0.0642）
0.0520**

（0.0247）
0.0621**

（0.0265）
−0.0920
（0.0642）

R2Adj  0.9601 0.8842 0.5594 0.3487 0.5403 0.5903 0.0617 0.0286

观测值 2 664 2 664 5 322 431 1 152 629 6 418 299 6 418 299 6 405 136 6 405 136
 

lnquantity lnunitvalue

mes

lnquality

lnpricead j

lnquality lnpricead j

lnpricead j lnquality

其次是其他出口变量。前文主要关注市场经济地位对出口金额的影响，而出口金额包含多

个方面的因素，出口金额等于出口数量与单位价值的乘积，其中单位价值又包含了出口价格和

出口质量。那么，市场经济地位对出口金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从出口数量和单

位价值来看。HS6位码产品的出口数量数据来自 CEPII的 BACI，单位价值等于出口金额除以出

口数量。将出口数量的对数值（ ）和单位价值的对数值（ ）作为被解释变量引

入式（2），结果见表 5列（5）和列（6），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市场经济地位的出口促

进作用不仅切实增加了中国与相关贸易伙伴的出口数量，还提高了中国出口的单位价值。出口

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出口在“量”上的提升，但单位价值的增加却不一定代表中国出口在

“质”上的提升。这是因为，单位价值的提高有可能来自出口质量的提升，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出

口价格的提高。为此，我们参考 Khandelwal等（2013）的做法，测算出 HS6位码产品的出口质量

对数值（ ），再参考 Fan等（2015）的研究，测算出经过质量调整后的 HS6位码产品的出口

价格对数值（ ），测算过程中利用了 Broda和Weinstein（2006）所提供的 SITC-Rev3分类

的三位码行业层面的产品替代弹性。分别将 和 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式（2）中，
结果如表 5 列（7）和列（8）所示，①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 的估计系数不显

著，说明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而对产品的出口质量没有显著影响。②

  2024 年第 10 期

 ① 我们还利用 Broda和Weinstein（2006）所提供的四位码和五位码的产品替代弹性，同时参考 Fan等（2015）的研究，令产品替代弹性取

值为 5或者 10。无论产品替代弹性的取值如何，表 5列（7）和列（8）的估计结果依旧存在。其他结果请见工作论文。

 ② 限于篇幅，对出口价格和出口质量估计结果的具体解释请见《财经研究》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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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

（二）影响效果分析。①首先是产品异质性。我们根据 Rauch（1999）的分类将产品区分为同质

品和异质品，构造是否为同质品的虚拟变量，根据产品所遭受的反倾销程度，②构造是否为反倾

销密集产品的虚拟变量，并在基准估计模型中分别加入 与上述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

果表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同质品和反倾销密集产品

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

nmes lnnmesnum

nmes lnnmesnum

W W ×mes

其次是溢出效应。基准估计结果只考虑了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与相关贸易伙伴的直接影

响，但是市场经济地位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有可能会外溢到其他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

家。根据前文，市场经济地位会促使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成功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后，由于进

入成本已经沉没，而出口盈利能力适用于全球，出口企业有动机以新的出口目的地为“试验

场”，依次进入与之相邻的出口市场，以扩张自己的出口业务（Albornoz等，2012）。因此，一国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国企业进入与其相

邻的第三国市场。为考察市场经济地位的出口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本文采用两种方法：一是

直接估计溢出效应。在基准估计模型中分别引入两个变量，即是否有邻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的虚拟变量（ ）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邻国数量加 1 取对数（ ）。结果表

明， 和 的估计系数大多显著为正，说明一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会增加

中国对其邻国的出口，这呼应了 Albornoz等（2012）的研究。二是在考虑国际贸易空间相关性和

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我们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在

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并用国家间地理距离倒数的空间矩阵 作为权重。结果表明， 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与该国地理距离越近的国家，中国对其

出口增加越多。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init_C imple_C

lninitnumC

lnimplenumC mes

（三）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对外反倾销。③根据理论分析，市场经济地位不仅降低了贸易伙

伴对华的反倾销，也意味着相关贸易伙伴与中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和长期合作关系以

及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为了维护这种关系，双方出现贸易争端时会尽可能采用友好的解决方

法，而非动辄诉诸反倾销仲裁等手段。因此，市场经济地位可能同时降低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反

倾销。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利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得到四个变量：中国是否对外发起反倾销

调查的虚拟变量 ，中国是否对外实施反倾销的虚拟变量 ，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调

查的案件数量加 1 取对数 ，以及中国对外实施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加 1 取对数

。检验过程与机制分析中的对华反倾销一致，结果发现，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负，说明相比于其他国家，对于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

销的概率更低、数量更少。因此，中国对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更少使用反倾销等手

段，使得双方的经贸关系趋于和平和友好，从而有利于形成双赢的局面。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 2002—2017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以市场经济地位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

了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基准估计发现，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罗长远、李    铮：国际认同的贸易效应：来自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据

 ① 限于篇幅，影响效果分析的细节和结果请见《财经研究》工作论文。

 ② 根据中国的贸易救济信息网，2002—2017年全球对华反倾销案总计 1 002起，其中，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金属制品工业（187起）、化

学原料和制品工业（181起）以及钢铁工业（113起）。本文将这三类产品视为反倾销密集产品。

 ③ 限于篇幅，相关估计结果请见《财经研究》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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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后，中国对其的出口显著增加。针对可能的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可以

降低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以及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轻反倾销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对中国出口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可以改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强

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出口的积极作用。影响途径的分析发现，市场经济地位同时沿着扩展边

际和集约边际促进中国出口增长，主要通过提高数量和提升价格促进出口增长，但是对出口质

量没有显著影响。影响效果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的促进效果对于同质品和反

倾销密集的产品更加明显，并且该促进效果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市场经济地位同

时降低了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有助于双方形成良好的经贸关系。

本文的发现为理解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争取国

际认同提供了参考依据。首先，基准估计和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作为国际认同的一个案例，市

场经济地位可以抑制贸易伙伴对中国滥用反倾销，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且促使双方建立

友好的政治关系，从而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这一事实说明，国际认同有助于达成经济共识和

促进政治共商，有利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及时将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传递出去，把国

际认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其次，影响途径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的提升还有限。因此，对于已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贸易伙伴，要进一步维系双方

信任互利的长期合作关系，规范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减少短视性和投机性行为，鼓励企业实施

质量竞争策略，推进中国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再次，影响效果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

出口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这为中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切入口。除了直接争取海外

新市场的国际认同外，还可以通过争取新市场相邻国家的国际认同，借助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

来间接促进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新市场。最后，市场经济地位只是国际认同的一个例子，我们需

要争取更多层次的国际认同。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力争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获得新的国际认同。

　　* 黄先海、李平、李杰、彭水军、张勋等在“第二十二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 2023 年中国国

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江西财经大学，2023 年 10 月 15 日）、“中国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中山大学，

2023 年 11 月 26 日）上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和建议，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刘杨给予了有力的研

究协助，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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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vidence
from Market Econom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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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king market economy status (M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China’s export data

from 2002 to 2017 to study the trad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Baseline estimation shows that China

increases its exports to trading partners who have recognized China’s MES compared to those have not. Mech-

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on the one hand, MES could reduce the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and China’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s well as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nti-dumping and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other hand, MES could improve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ing partners and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ole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Influence path analysis shows that MES promotes

China’s exports along both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 and MES simultaneously increases China’s export

quantity and export pric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port quality. Effec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

motion effect of MES on China’s exports is stronger for homogeneous products and anti-dumping intensive

products, and is spatially spillover.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MES on China’s export trade, and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fight for interna-

tional recognition. First, as a typical case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MES can reduce the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and China’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mprove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rad-

ing partners and China, thus promoting China’s export trade.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transfer the achieve-

ments of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transform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to real

economic value. Second, MES has a limited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Therefore, for

trading partners that have recognized China’s ME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maintain the long-term bilater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mutual benefit, regulate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and reduce their my-

opic and speculative behaviors, an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quality competition strategies, thus pro-

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Third, MES is only one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recog-

nition.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hina should steadily expand the institution-

al opening up of rules, regulations, management, and standards, and strive to win new international recogni-

tion in high-level opening up.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market economy status； expor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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